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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庇护—代理关系是国际冲突领域常见的互动模式,但是在理

论层面并未得到充分探索,缺乏系统与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解

释庇护—代理关系的一般性理论,使之成为分析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冲突

的有效工具。在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是庇护方与代理方不对称性

合作的产物,表征为特殊工具性友谊的二元关系,庇护方向代理方提供政治

与安全保护、武器援助、财政补贴、军事训练等,代理方以政治忠诚、替代庇

护方采取直接的安全行动等作为回报。从本质上来说,庇护—代理关系的

建构基于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利益契合,尤其是通过打击对手实现政治安全

目标。这种利益契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庇护方与代理方面临共同威胁,

且庇护方需要借助代理方制衡与打击威胁来源;二是庇护方与代理方的资

源需求具备兼容与互补性,能够相互提供彼此所需。庇护—代理关系的演

进受到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威胁共识度及资源互补性变迁的影响,威胁共识

度与资源互补性强度的变化会使得庇护—代理关系更加巩固或者走向衰退

甚至瓦解。在案例部分,利用过程追踪方法考察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

庇护—代理关系的生成及演进,可以验证相关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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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在国际冲突与战略竞争中,国家很多时候是通过外交谈判、贸易战或军

事力量与对手进行直接较量的。不过,在有些情况下,国家并非依靠本国力

量,而是借助当地行为体,特别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同对手展开博弈,替

代自己完成既定战略任务,这就形成了国际关系中常见但是容易被人忽略

的庇护—代理关系结构。艾迪恩·萨勒汉(Idean
 

Salehyan)指出,在国际冲

突中,国家有时授权他国内部反叛组织作为代理人间接打击敌手。① 庇护—

代理关系可以概括一系列国际政治现象:索马里扶持西索马里解放阵线

(WSLF)、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资助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

苏丹扶植圣灵抵抗军(LRA)等。冷战时期,美国为对抗苏联的权力及意识

形态扩张,与第三世界不少国家的叛乱组织比如“安盟”(UNITA)、尼加拉瓜

反政府武装(Contra)以及“阿富汗圣战者游击队”结成庇护—代理关系。战

后的苏联为争夺全球主导权,广泛扶持代理人,建立其覆盖面广泛的庇护—

代理关系网络。②

事实上,在战争中使用代理人力量,即通常所说的代理人战争,是国际

关系史中频繁出现的现象,学界对此有相应研究,涉及代理人战争的内涵、

形式、发生动因及影响等。③ 不过,对于庇护方与代理方互动关系模式的理

论化阐释,学界的关注并不多。庇护—代理关系结构作为国际冲突中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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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存在,且作为一种国际政治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学界的认识仍然有拓

展的空间,尤其需要把握庇护—代理关系的本质及庇护方与代理方的互动

机制。本文旨在搭建一个理解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的分析框架:首

先对庇护—代理关系的文献进行回顾与评析;接着对庇护—代理关系概念

进行操作化,梳理庇护—代理关系的特征,发展出关于这种关系模式的广泛

及简练的一般性理论,主要涉及庇护—代理关系何以生成以及如何演进,特

别是哪些关键变量推动庇护—代理关系的发展;最后运用单一案例内部比

较检验这个理论的适用性与解释力。通过本研究,可以深入地理解这一复

杂的权力、利益及资源交换机制,洞悉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特殊的交往

模式,同时有助于探寻大国竞争的一种互动形态,成为理解当前及未来国际

政治演绎的有力棱镜。
 

二、
 

走向国际关系研究舞台的庇护—代理关系

随着国际关系实践与研究的发展,庇护—代理关系作为非正式的互动

机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研究议程。卡尔·兰德尔(Carl
 

H.Lande)认为庇

护—代理关系作为一种二元关系,塑造着包括国内与国际在内的多数政治

进程。① 二战以后,根据经济不对称性互动产生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

“中心—边缘”结构,推动了庇护—代理关系在国际政治话语下的研究。克

里斯托弗·卡尼(Christopher
 

P.Carney)从依附理论出发,认为恰当理解欠

发达国家(LDCs)的外交政策需要增加二元性依赖的视角,并把发达国家及

第三世界国家的互动概念化为庇护—代理关系。② 庇护—代理关系重在庇

护方借助向代理方提供的物质援助换取代理方为己利益服务,庇护方把自

己想要完成但是受各种因素所限不能进行的行动交给代理方完成,尤其是

针对庇护方对手的直接行动。在欧洲殖民帝国时代,庇护—代理关系的搭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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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通常是作为庇护方的帝国把资源给予海外代理人为自己维持统治秩序。①
 

战略层面的体现更为显著,庇护—代理关系伴随国际冲突及大国竞争

的演化而得到深刻演绎。莫什·埃弗拉特(Moshe
 

Efrat)等学者发现,在冷

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的战略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当地代理

人进行的。② 约翰·格林(John
 

L.Girling)发现美国与台湾在缅甸(1950—

1961年)存在代理关系,特别是美国充分利用台湾实现局部战略目标。③ 查

尔斯·科根(Charles
 

G.Cogan)指出,美国仅仅是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在20世

纪80年代的即时性伙伴,这种代理人伙伴关系随着苏联军队的撤退而结

束。④ 在大致同一时期,美国借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作为代理人对抗亲苏

的桑地诺政权。⑤ 奥巴马政府在反恐过程中,频繁与当地国家或非国家武装

行为体建立打击恐怖主义的庇护—代理关系,推动反恐战争的代理化进

程。⑥ 克里斯汀·埃克(Kristine
 

Eck)考察国家授权非国家军事武装作为代

理人为其服务的现象,认为军事清洗与武装冲突会增加这种授权行为的

概率。⑦

事实上,对于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的研究离不开代理人战争。

代理人战争在冷战时期频繁发生,20世纪90年代在非洲地区屡屡出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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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来代理人战争爆发频次趋于上升。代理人战争是行为体不直接参

与,而间接借助第三方作为代理人参与其中的战争形态。安德鲁·芒福德

(Andrew
 

Mumford)指出,代理人战争是第三方希望影响战略结果而间接介

入冲突的战争形式。① 大国敌对常常通过代理国家进行,代理人战争被视为

外部发起者带来的“冲突当地化”以及“灌木林火式战争”。② 代理人战争的

频繁爆发以及相应研究的持续深入,尤其是非战争层面庇护—代理关系现

象的不断增加,推动着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研究的发展。渐成国际

政治研究议程的庇护—代理关系与国际关系实践进程密切关联,其成果有

着阶段性特色。这与大国竞争和地区博弈有关,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

初的诸多成果是对冷战时期美苏利用代理人战略博弈的总结与评析,21世

纪以来的成果更多是对于当前国际及地区冲突现实演绎的映射与反思。

国际冲突是国际体系的行为体为夺取权力、资源、地位或由于意识形态

与价值观歧异等出现的政治摩擦甚至军事战争等。在国际冲突中,行为体

为达到打击对手的目标,很多时候并不亲自动手,而是借助他人之力削弱对

手的实力与意志,从而产生庇护—代理关系结构。庇护—代理关系可能涉

及或不涉及有效的个人关联,其本质基础是相互帮助,庇护方提供保护与优

先权,代理方投入全部精力服务于庇护方的计划。③ 贝蒂·顿尔(Bertil
 

Duner)指出,代理关系可以发生在不同分析层次,一国可能通过召集及输送

“志愿者”介入内战,比如西班牙内战。④ 莫什·埃弗拉特和雅各布·博科维

奇(Moshe
 

Efrat
 

and
 

Jacob
 

Bercovitch)认为庇护—代理关系是两个拥有不平等

资源国家之间的特殊互动类型,通过相互提供服务或共同目标凝聚利益产生

有效联系。⑤ 克里斯托弗·卡尼指出,庇护—代理关系结构下庇护方与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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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各有所需,一方提供经济、军事与外交援助,另一方提供忠诚与服从。① 还

有学者将庇护—代理关系视为间接强制战略的一种类型,且使得这种战略

更适合威慑或胁迫那些在主流理论看来难以强制的行为体,比如恐怖主义

组织及其网络。②

本文对于文献的梳理限于具体的研究问题本身,可以发现既有研究初

步考察了庇护—代理关系的概念、动力及影响等。既有文献提出庇护—代

理关系多是建立在国际冲突的战略环境下,分析了庇护方与代理方构建这种

关系的目标,涉及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各自战略追求,这有利于廓清人们对于庇

护—代理关系内涵的诸多困惑,为本文的后续研究奠定了相应知识背景基础。

不过,已有研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对于庇护—代理关系概念的

界定不清晰,甚至存在矛盾与反常识之处。有学者把外部军队支持叛乱组

织视为庇护—代理关系结构。③ 也有学者指出,庇护方选择在代理方领土直

接部署军事存在以阻止敌对方影响力扩大或者作为应对袭击的震慑力量。④

事实上,以上两种情况均是直接军事干预手段,而非庇护—代理关系形态。

这说明庇护—代理关系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没有界定清楚,尚有存疑之处。

其次,既有文献多是经验性个案研究,仅仅限于分析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

庇护—代理关系,缺乏对于这个问题系统化和较为理论化的研究,以及对这

种特殊性现象背后普遍性规律的深究,尤其缺乏恰当的理论分析框架来解

释庇护—代理关系生成与作用的机理;对于外部庇护方如何改变冲突的本

质,以及庇护方与代理方利益及目标的“联盟”等解释力不够。沃尔特·路

德维希(Walter
 

C.Ladwig)认为,不承认庇护方与代理方存在利益分化的问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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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部分源自反叛乱既有研究文献的这一假定,即反叛乱力量是统一性行为

体。① 本研究建立在系统化文献梳理基础之上,借助既有研究成果,针对经验

困惑及问题,提出解释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的分析框架及相应假设。

三、
  

作为国际冲突议程的庇护—代理关系:
 

定义与特征

庇护—代理关系的本质是利益交换,庇护方基于社会资本、财政权力及

其他资源握有权威,代理方从支持或服从庇护方的行为中获取利益。以上

关于国际政治中庇护—代理关系的既有定义虽然说明了庇护方与代理方之

间的利益交换特质,但是没有强调庇护方借助代理方打击对手的层面。本

文认为,在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指庇护方以政治保护、财政资助、武

器输送、后勤援助、军事帮助等形式提供安全保护,代理方以提供代理产品

如政治追随、自然资源及安全承诺等打击庇护方对手的方式作为回报的互

动过程。在庇护—代理关系结构中,庇护方向代理方提供的政治保护包括

提供安全庇护所、外交站台以及国际支持,财政资助包括向代理方输入援助

资金、无息贷款等,武器输送包括向代理方赠送武器弹药及系统、销售军事

装备等,后勤援助包括向代理方提供运输车辆、军用服装、医疗设备、食品

等,军事帮助包括提供空中支持、情报供应、军事训练等。代理方对于庇护

方的政治追随包括在地区政治舞台上积极为后者出头、在本国国内政治中

代表后者发声,提供自然资源是指代理方将自身拥有的资源(如黄金、钻石、

石油等)给予庇护方,安全承诺涉及代理方直接出兵替庇护方打击对手或对

手的附庸力量、代理方通过自身的安全行动与庇护方对手展开博弈等。

深入把握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这个较为“灰色”的概念,需要确

定相应的操作化标准。概念操作化是把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可以控制与测量

的变量的过程。在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的存在需要符合相应标准:

第一,庇护方与代理方有着援助关系,庇护方行动涉及事实控制、计划与指

① Walter
 

C.Ladwig,
 

“Influencing
 

Clients
 

in
 

Counterinsurgency:
 

U.S.Involvement
 

in
 

El
 

Salvadors
 

Civil
 

War,
 

1979-92,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1,
 

No.1,
 

2016,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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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代理方,使得代理方改变冲突结果以反映庇护方的战略利益;第二,庇护

方与代理方有着共同的敌人,且庇护方的意图是影响事态的同时避免直接

干预;第三,庇护方与代理方之间的关系维持数月以上,而非临时性合作;第

四,政治安全交换是主要交换的商品,安全交换的本质意味着庇护方对于代

理方有着优势地位;第五,庇护方通常是具有独立行为能力与战略意志的主

权国家,代理方是庇护方寻找与依托的当地行为体,可以是国内反对派或者

准军事化组织,目标对象是庇护方与代理方共同的对手,一般是国家行为体

或者非国家行为体。这五个标准界定着庇护—代理关系的概念边界及其内

涵与外延。庇护—代理关系概念的内涵是庇护方在政治安全方面借助代理

方制衡与打击对手,庇护方与代理方有着特定交易关系,前者提供物质援助

换取后者服务于其战略利益。庇护—代理关系概念的外延仅仅限定于政治

与安全领域,在国际冲突中表现为间接干预的关系形态。

概念操作化可以确定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的范畴。根据以上概

念操作化,涵盖非国家行为体代理人的代理人战争中均涉及庇护—代理关

系,庇护—代理关系与代理人战争有着天然联系。在代理人战争中,庇护方

借助代理方打击敌对力量,而不用亲自出马。苏丹与乌干达在刚果战场博弈

时久,并分别支持各自的代理人游击队组织打击对手及庇护方。① 沃尔特·

路德维希分析了反叛乱战争中的庇护—代理关系,庇护方利用代理方政府

镇压叛乱行动,以维护己方在当地的战略或者经济利益等。② 代理人战争与

庇护—代理关系有着密切联系,代理人战争概念强调双方具有物质性关系,

即A(庇护方)向B(代理方)提供交通设备、武器供应等实质性物质支持。③

二者的重要区别在于代理人战争属于战争与战略形态,而庇护—代理关系

则归为一种较为稳定持续的关系形态,且这种关系本身具有流变性与阶段

性演进特性。庇护—代理关系尽管是在国际冲突的战略框架下,但是并非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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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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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103,
 

No.412,
 

2004,
 

p.359.
Walter

 

C.Ladw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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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on-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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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Bertil

 

Duné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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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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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Vol.18,
 

No.4,
 

1981,
 

p.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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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战争形态。

庇护—代理关系并非不存在庇护方直接干涉的情况,也不是不加干涉

的问题,而是介于不干预与直接干预之间的中间位置。这种语境下的间接,

是指庇护方借助代理人作为自身直接干预的替代与补充力量。基于概念操

作化,同时可以排除一些形式上有着庇护—代理关系特质但非庇护—代理

关系的情况。比如,美国对外干涉频繁雇用私人安全公司(PMC),但这更多

是一种经济交易关系,对于后者来说受雇很难说是政治与安全动议,其目的

不是一方战胜另一方,不符合代理人介入的标准,不能归为庇护—代理关

系。因为代理人不是雇佣力量,而是怀有改变目标国家事务的政治动力。①

国际政治中常见的宣传战,尽管有时使用当地人,但由于并非政治安全领域

行为,或者很多时候是即时性行为,因此算不上构成庇护—代理关系。

在国际冲突中,与庇护—代理关系相近的有联盟、准联盟及联合阵线

等。事实上,庇护—代理关系可能源自常规联盟关系,仅仅为了管理危机,

危机之后再度回归到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关系。② 庇护—代理关系与联盟

均是针对共同敌人的政治安全合作,具有明确排他性,且在很多情况下盟友

会成为代理人。但是,国际关系中的庇护—代理关系不能归结为联盟,两者

有着相应区别。这种区别尤其体现在二者指涉的主体与形式不尽相同,本

文研究的庇护—代理关系的行为主体中,庇护方与代理方分别是国家与非

国家行为体,联盟关系基本是主权国家间安全关系;庇护—代理关系是庇护

方借助代理方的力量行动,联盟是双方合作展开行动。庇护—代理关系与

准联盟均是非正式的、较为隐性的安全合作方式,但在指涉主体上后者不仅

包括国家与非国家之间,更多涉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二者的显著差异还表现

在合作路径以及排他性程度上,庇护—代理关系是代理方替代庇护方采取

打击或削弱对手的具体行动,准联盟关系依然是双方共同行动;庇护—代理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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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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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具有显著的排他性与零和性,准联盟关系具有非零和性与相对不强的

排他性。① 同样,作为非正式的国际安全合作安排,联合阵线讲究国际冲突

或战争中双方或多方的联合作战,这是与庇护—代理关系的主要区别。②

通过对庇护—代理关系定义的梳理以及相近概念的辨析,可以归纳出

庇护—代理关系的特征。首先是互惠性,庇护—代理关系属于互惠交换

(reciprocal
 

exchange),是基于双方角色的利益交换机制,且重在政治而非经

济交换,庇护方是安全提供者,代理方是安全消费者,庇护方通过军事经济

援助换取代理方的政治服从,这是庇护方与代理方合作的基础。艾迪恩·

萨勒汉认为,国家支持其他国家反叛组织,是双方战略利益上相互需求的政

策结果。③ 庇护—代理关系具有自愿性,并非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的

互动模式。具有自主性的代理方愿意承担支持庇护方的成本与风险,同时

不会对施动方唯命是从,奉行典型现实主义政治逻辑。庇护—代理关系的

互惠性彰显其交易式合作模式的工具性与功利性,体现在这种关系的社会

交换本质,即庇护方给予资源以获取代理方打击对手的回报。克里斯托

弗·兰博(Christopher
 

Lamb)指 出,用 庇 护 方 与 代 理 方 之 间 的“串 通”

(collusion)这个词可以抓住代理关系隐蔽及以利益为基础的本质。④

其次是不对称性,庇护方与代理方之间存在财富、权力及地位的不平等

性,一般是强弱行为体的组合类型,交换是直接的,地位与要求是不对称的。

一般来说,庇护方比代理方在军事及经济上实力更强,在国际体系中地位更

高。⑤ 庇护—代理关系是一种等级化、不平等的关系形式,庇护方与代理人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准联盟的研究,参见:孙德刚:《联而不盟:国际安全合作中的准联盟理论》,
《外交评论》2007年第6期,第59—67页。

关于联合阵线的研究,可以参见:刘丰:《国际政治中的联合阵线》,《外交评论》

2012年第5期,第5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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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不是对称性的,不只是实力地位差异,更有代理人的事业不能保证得

到庇护方的支持。狄隆·格罗(Tyrone
 

L.Groh)指出,庇护—代理关系具有

等级性,代理人的利益屈从于干预国家,因为其自身行为能力的不足。① 庇

护方与代理方之间的实力差异,特别是军事权力与战略主动的差异导致不

对称的双边关系结构,庇护—代理关系本质上属于自愿且不对等的特殊合

作关系模式。正如雅科夫·托夫(Yaakov
 

Bar
 

Siman-Tov)指出,在庇护/施

动-代理关系中,代理人被置于庇护方或施动方控制的命令链条的接收端。②

最后,庇护—代理关系具有低制度化特征,没有法律保障,缺乏正式契

约限定。不同于联盟等安全合作形式,庇护—代理关系的制度化程度较低。

庇护—代理关系中,庇护方与代理方无须签订正式的条约或协定,而是依靠

双方的战略默契、口头协议等,达成双方的合作意向与行动方向。庇护—代

理关系是一种非正式安全关系形态,是针对特定威胁的非制度化软性合作

形式,庇护方容易调整战略走向。庇护方与代理方之间存在信任感赤字,使

这种关系有着易变本质。有学者指出,利用国家支持的民兵需要相当多的

权衡,因为国家可能失去对代理人的控制。③ 低制度化使得庇护—代理关系

更具有暂时性、多元性及机会主义特征。美国反叛乱战争的历史记录表明,

尽管有着打败叛乱势力的共同目标,美国与其当地代理人在反叛乱行动中

仍然有着明显不同的追求、优先考虑与利益。④

四、
 

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的分析框架

作为一种客观的国际关系现象及在国际冲突中发挥作用的机制,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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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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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代理关系需要得到理论阐释。深入构建关于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

系的一般性理论,就要分析这种关系的生成与运行机制,回答何种变量影响

到庇护—代理关系的建构与演进的问题。事实上,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关系

形态,对庇护—代理关系生成与演进机制的搭建离不开对行为主体互动的

分析。庇护方与代理人的关系有着特定语境,与认同、介入层次及对获益的

最初认知有关。① 庇护—代理关系本质上是二元角色的利益交换,其形成基

础在于互惠原则与偏好契合,庇护方与代理方基于利益同构之上的行动一

致,双方达成共识或默契,庇护方保护与资助代理方,代理方替代庇护方的

具体行动角色。这种关系的基本前提在于如果发起方与代理方的战略利益

一致,他们会协调采取具体行动。②

庇护—代理关系是正式制度供给赤字的产物及工具性的双向互惠关系

模式,庇护方与代理方出于工具理性造就这种关系结构。在庇护—代理关

系的生成过程中,理性功利主义考虑压倒情感道德原则,庇护方出于利己主

义经济人假设,把冲突委派给代理人。庇护—代理关系的生成机制体现在

对于庇护方的利益、对于代理方的利益以及双方互动的作用过程。在庇

护—代理关系中,尽管庇护方更为主动,但这种关系并非庇护方对代理方的

强制行为,而是双方利益一致的结果。庇护方与代理人的利益契合度或战

略抱负一致性越高,庇护—代理关系更加易于生成;当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利

益分歧过大,庇护方可能会采取直接行动或承认这种间接控制无效。在国

际冲突中,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利益基础在于对目标对象威胁认知一致以及

双方的资源互补。本文认为,在国际冲突中,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威胁共识度

与资源互补性是庇护—代理关系生成与演进的主要自变量。威胁共识度指

涉双方对于目标对象威胁感知的趋同程度,资源互补性是指双方有着不等

但互惠的资源基础。

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生成的根源之一是庇护方与代理方存在共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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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威胁来源,且庇护方需要代理方力量间接应付这种威胁。庇护方依据

其目标对象来选取代理人,代理人接受武装暴力行为的意愿则由其偏好塑

造。① 庇护方的目的是服务于自身的安全与地缘政治需求,着眼于大国竞争

及地区博弈,特别是打击竞争对手。代理方同样有着打击目标对象的强烈

意图,或者目标对象威胁到庇护方与代理方各自的战略抱负,比如国内权力

地位、自身生存、国家安全或者地区优势地位等。因此,对于威胁来源的判

定及共识的达成在庇护—代理关系生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威胁评估的本质

是决策者对外部威胁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外交政策。② 在威胁共识基

础上,庇护方借助代理人弱化对手的能力与意愿,通过改变成本与收益费效

比,迫使对手在让步与持续当前行动所承受的代价之间做出选择,保护意识

形态与战略利益免受竞争对手影响。同样,作为战略行为体的代理方亦在

庇护方设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目标。③ 可以说,庇护—代理关系中双方

有着打败共同对手这个契合性目标,且通过打击或战胜威胁对象获取自身

收益,比如政权更迭、去稳定化等既定目标,从而建立庇护—代理关系。

庇护方与代理方的高威胁共识度有助于形成针对目标对象的合作,尤

其是代理行为的发生,从而构建出庇护—代理关系。对于目标对象共同的

威胁认知,是庇护方与代理方互动以及庇护—代理关系建立的前提。事实

上,庇护—代理关系内部成员所进行的互惠式交换,对于外部成员特别是目

标对象具有对抗性与排斥性。例如,美国与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

军”(SDF)均认识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威胁到自身的利益,因此美国积极

扶植并借助“叙利亚民主军”打击“伊斯兰国”。冷战结束之初,面对格鲁吉

亚与摩尔多瓦的离俄倾向,俄罗斯分别与阿布哈兹分离势力及特涅斯特沿

岸共和国建立针对所在国的庇护—代理关系。2004年成立的库尔德斯坦自

由生活党(PJAK)是伊朗国内库尔德人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政治军事

组织力量与最大反对派,与伊朗政府军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其领导人哈吉·

①

②

③

Vladimir
 

Rauta,
 

“A
 

Structural-Relational
 

Analysis
 

of
 

Party
 

Dynamics
 

in
 

Proxy
 

War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2,
 

No.4,
 

2018,
 

p.452.
左希迎:《威胁评估与美国大战略的转变》,《当代亚太》2018年第4期,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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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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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赫迈迪于2007年访问美国寻求援助,并为美国在伊朗西部库尔德地区搜

集情报等方面提供帮助,双方视伊朗现政权为共同威胁。美国对库尔德斯

坦自由生活党的隐蔽支持是美国与伊朗进行核谈判时所打的一张“库尔德

牌”。①
 

庇护—代理关系生成的根源之二在于,庇护方与代理方之间由于资源、

权力、财富、地位等方面的不平等,存在利益交换的政策偏好,进而推动庇

护—代理关系形成。庇护—代理关系出现的重要前提条件包括:一是双方

地位的不平等性,二是资源的稀缺性。典型的互惠交换是A方带着期望(没

有具体要求)提供资源给B方,B方将在之后提供资源给A方。② 庇护—代

理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双边交换关系,双方资源的不对称性带来交换行为。

这种交换关系体现在庇护方处于较高地位并掌握着相应资源,代理方处于

较低地位且缺乏特定资源,以忠诚与替代打击行动作为回报。有学者指出,

内在于庇护—代 理 关 系 之 中 的 不 对 称 性 可 以 被 视 为“不 平 衡 的 友 谊”

(lopsided
 

friendship),且基于庇护方与代理方所控制的不同水平的资源及

由此而来不对称的地位与义务。③

庇护方与代理方的资源互补性对于双方有着不同的内涵。代理方具有

诸多庇护方不具备的资源,包括可以直接与目标对象发生冲突乃至战争、在

本国国内政治中代表发声、靠近目标对象的地缘优势等。就庇护方而言,运

用代理人可以最大化利益、最小化成本与风险,包括降低经济成本,容易实

现政治外交推诿,降低战争风险以及减少道德与战略名誉损伤的可能。庇

护方可以给代理人更多的行动自由,把自己的卷入限定在训练、后勤与财政

支持方面。④ 庇护方选择代理方,可以增加国际威望,影响或者控制事态进

①

②

③

④

Beverley
 

Milton-Edward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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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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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Abingdon:
 

Routledge,
 

2008),
 

p.80.
Noah

 

J.Goldstein,
 

Vladas
 

Griskevicius
 

and
 

Robert
 

B.Cialdini,
 

“Reciprocity
 

by
 

Proxy:
 

A
 

Novel
 

Influence
 

Strategy
 

for
 

Stimulating
 

Cooperation,
 

”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56,
 

No.3,
 

2011,
 

p.442.
Rene

 

Lemarchand
 

and
 

Keith
 

Legg,
 

“Political
 

Clientelism
 

and
 

Development:
 

A
 

Preliminary
 

Analysis,
 

”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4,
 

No.2,
 

1972,
 

p.152.
Andrew

 

Rathmell,
 

Sec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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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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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t
 

Struggle
 

for
 

Syria,
 

1949—1961
 

(London
 

and
 

New
 

York: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1995),
 

p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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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结果,实现相应战略优势(如控制领土、资源或战略区域,阻止敌对方影

响力扩大)或者国际协调(如抵制奥运会、联合国投票一致)。特别是,庇护

方为避免与目标对象的直接冲突以及卷入其他冲突,寻找代理人作为地缘

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无须事必躬亲,而是依靠代理人代替自己去制衡对

手。代理人介入可以使国家不为战争犯罪负责或不让本国士兵流血。① 比

如,在自身无法介入的情况下,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PDRY)在1968—1976
年支持阿曼人民解放阵线(PFLO)起义,试图推翻阿曼苏丹政府。

代理方进入庇护—代理关系结构的重要目的是提升相对于目标对象的

实力地位,在险恶地区与国际政治舞台中维系生存与发展。代理人可能有

能力,但是缺乏触发自身行动的某些资源。② 代理方可以从这种特殊类型的

关系中获取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后勤物资、外交支持以提高其可信度,击退

对手的进攻或提升打击承受度。在很多情况下,代理方的有限权力难以有

效打击或抗衡目标对象,因此,代理方在缺乏足够的物质支撑与政治外交支

持的情况下,需要借助庇护方的援助实现资源的有效供给。比如,美国庇护

“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EK),后者通过向美国提供涉及伊朗的情报,从美

国获取财政、情报、武器及安全庇护。

可以说,国际冲突中的庇护—代理关系涉及庇护方、代理方与目标对

象,其关系结构是庇护方为削弱或制衡目标对象,向代理方提供经济军事援

助、后勤情报支持以及政治庇护等,由代理方直接采取行动打击目标对象

(见图1)。庇护—代理关系生成的根源在于庇护方与代理方具有共同的利

益偏好,这种基于工具理性的利益契合决定着庇护—代理关系的走向,目标

趋同则一致性强、合作更为紧密,利益分化、兼容性偏差则合作意愿下降。

作为排他性安全合作机制,庇护—代理关系及干预本身的规模与范围可能会

发生变迁。考察庇护—代理关系的演进,需要关注其生成的自变量,获益的均

衡性有助于这种关系的稳定长久。从其生成根源来看,庇护—代理关系的演

进主要受到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威胁共识度与资源互补性强弱变迁的影响。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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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Press,
 

2019),
 

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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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结构

庇护—代理关系生成的重要原因是共同威胁的存在,遵循“敌人的敌人

是我的朋友”这个古老的国际政治逻辑。威胁认知取决于被估计对象的实

力与意图,即“威胁认知=被评估的实力×被评估的意图”。① 庇护方与代理

方对于目标对象的威胁认知度变化反映在威胁的持久度与强度上,目标对

象的威胁持久性越长,庇护—代理关系双方的威胁认知度越大,并促成这种

关系的持续性;目标对象的威胁强度越高,给庇护方与代理方带来的威胁越

深,双方维持这种关系的动力趋强。更为重要的是,威胁共识度是庇护方与

代理方对于目标对象威胁程度的共同感知,如果威胁共识出现重大张力,可

能会使得庇护—代理关系的基础受到侵蚀———庇护方认为目标对象威胁度

下降导致支持代理方的意愿下降,或者代理方认为目标对象威胁自身利益

的水平降低导致替庇护方服务的动力趋弱。庇护方与代理人威胁认知一致

性程度越高,面临的外部威胁与不确定性越强,庇护—代理关系越稳固。事

实上,拥有共同的敌手是代理关系发展中较高的影响因子。② 当庇护方与代

理方感知到共同威胁增大时,庇护方有着更强的动力提供援助,代理方则遵

从庇护方的期望作为回应。

威胁共识度的变迁影响庇护方与代理方对于自身利益的理解以及对目

标对象政策的调整,进而作用于庇护—代理关系的演进状态。比如,1972—

1975年,伊朗支持库尔德民主党(KDP)打击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目的是迫使

伊拉克在阿拉伯河边界争端中让步。1975年《阿尔及尔协定》签订及伊朗的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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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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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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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得到满足后,伊朗切断对库尔德民主党的一切援助。① 20世纪80年代,

美国与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结成庇护—代理关系试图推翻桑地诺政府,并

削弱苏联在中美洲的地缘影响力,随着苏联威胁下降,庇护—代理关系解

体。史蒂文·戴维(Steven
 

R.David)指出,反叛方越是直接威胁到作为代理

方的当地国家政权,代理方同庇护方合作的动力就越强。② 美国与伊拉克库

尔德地方政府(KRG)建立庇护—代理关系,目的在于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但是后者重心不在于打击“伊斯兰国”,而是希望由此实现独立建国的

目标,因而采取守势的反恐政策,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甚至极力避免的。③

庇护方与代理方资源互补性的变化影响庇护—代理关系演进。资源互

补性涉及庇护方与代理方对于另一方资源的需求与满足程度,尤其是资源

能否匹配现实冲突需要。测量庇护—代理关系水平很大程度上以代理方对

于庇护方决定的服从程度为标准,而代理方是否顺从的重要指标是代理方

对于庇护方对手的政策是否与庇护方保持一致。顺从的形式是在针对庇护

方对手的行为上服从庇护方的要求,这构成一种强烈与稳固的庇护—代理

关系。庇护—代理关系建立以后,庇护方有着自身的战略目标,且外在于冲

突之中。庇护方援助接受支持的行为体打击目标对象,代理方为庇护方的

利益服务,特别是执行打击对手的行动。庇护—代理关系某种意义上是较

大行为体与较小行为体之间的等级制关系,但是并非领导者与追随者关系。

较强的资源互补性带来庇护方与代理方不对称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相互

需求资源的力度强化,有助于庇护—代理关系的稳固。缺乏外部支持有助

于维系代理人依赖性以及使得代理人更为容易控制。④ 较低的资源互补性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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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
Rod

 

Thornton,
 

“Problems
 

with
 

the
 

Kurds
 

as
 

Proxies
 

against
 

Islamic
 

State:
 

Insights
 

from
 

the
 

Siege
 

of
 

Kobane,
 

”
 

Small
 

Wars
 

&Insurgencies,
 

Vol.26,
 

No
 

6,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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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庇护方不能满足代理方对于政治庇护与现实物质的需求,也体现在

代理方难以完成庇护方的战略任务,不能做到各自所涵资源的匹配度,从而

影响庇护—代理关系的持续发展。

一方面,庇护方实力及保护能力的变化使得代理方效忠对象发生变迁。

如果庇护—代理关系可以提升代理方内部的物质福利进步,就会具有更大

的支持度与合法性基础。① 代理方越是依赖庇护方提供的军事与经济援助,

对于庇护方的服从程度越高,高依赖度有助于稳固庇护—代理关系。同时,

资源互补性的下降会带来庇护—代理关系的异化,其重要原因在于代理人

的异化,即代理人偏离原初角色,代理方拒绝与放弃被庇护的机会。② 代理

方不会完全按照庇护方的政治意图行事,比如当战略利益变迁之际。③ 卢旺

达扶持劳伦特·卡比拉领导的刚果反政府武装推翻蒙博托政权后,后者驱

逐卢旺达顾问并继续前任武装卢旺达叛乱分子的政策,致使庇护—代理关

系走向解体。另一方面,代理方如果没有有力地扮演打击目标对象的角色,

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利益偏好出现分化,庇护方可能会选择脱钩或者直接介

入,庇护—代理关系可能解构。代理方或者会把庇护方提供的武器、财政等

援助用于自己的目标而非庇护方设定的任务,不能满足庇护方的战略需求,

进而影响庇护—代理关系走向。比如,冷战时期苏联借助埃及作为代理人

介入也门,但是埃及的自主性利益诉求导致苏联的不满以及代理关系的

瓦解。④
 

总之,庇护—代理关系在实质上是基于互惠交换逻辑的安全合作形式,

庇护—代理关系会发生变迁,具有动态性与阶段性特征,其演进与威胁共识

①

②

③

④

如果代理方没有有效分配这些资源,该政权连带着庇护方会遭受威望与支持的

损失。
很多时候被称为代理懈怠(agency

 

slack),通常出现在庇护—代理关系建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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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资源互补性强弱变迁有着正相关关系。需要明确威胁共识度与资源互

补性这两个变量强弱的边界:威胁共识度低是庇护—代理关系结构中的一

方或双方对于借助这种特殊关系维系自身根本性安全或关键性利益(公民

安全、行为体威望、经济福利等)的动力不足,对于各自安全及利益受威胁的

认知共识下降;反之,则是威胁共识度高的情况。资源互补性弱是庇护—代

关系结构中一方难以完全满足或契合另一方的资源需求,借助对方资源的

边际收益并没有出现明显正向增长;反之,即是资源互补性强的体现,双方

的资源整合可以实现单独一方不能完成的战略目标。这种双重变量组合构

成一个二元分析框架,呈现出不同的庇护—代理关系类型(见表1)。

表1 威胁共识度、资源互补性与庇护—代理关系演进

威胁共识度

高 低

资源

互补性

强 强式庇护—代理关系
弱式庇护—代理关系,可能

走向正常伙伴关系

弱
弱式庇护—代理关系,可能走向联盟、
准联盟或直接介入等战略关系形态

庇护—代理关系趋弱甚至

瓦解

(1)
 

威胁共识度与资源互补性二者同时兼具,庇护—代理关系会持续

维持甚至强化。威胁共识度高,庇护方与代理方对于目标对象威胁或阻碍

两者利益实现的认知一致,建立与维系庇护—代理关系的意志趋强。资源

互补性强,庇护方与代理方分别有着对方所需的各种“互补性资产”,用于

直接或间接打击对手以实现己方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庇护方与代理方会

紧密地进行安全合作,代理方会较为坚决地服从及服务于庇护方的指导与

利益诉求,且不断采取手段维持其高位发展,庇护方积极借助代理方的力

量推进打击目标对象的事业。比如,由于相互需求旺盛,苏丹与圣灵抵抗

军、乌干达 与 苏 丹 人 民 解 放 军(SPLA)均 保 持 较 为 稳 固 的 庇 护—代 理

关系。①
 

① Gerard
 

Prunier,
 

“Rebel
 

Movements
 

and
 

Proxy
 

Warfare:
 

Uganda
 

Sudan
 

and
 

the
 

Congo
 

(1986—1999),
 

”
 

African
 

Affairs,
 

Vol.103,
 

No.412,
 

2004,
 

pp.359-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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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威胁共识度与资源互补性均弱小,庇护—代理关系存在的基础不

再,这种关系可能走向衰退甚至瓦解。威胁共识度偏于弱化,庇护方与代理

方对于目标对象的威胁认知出现冲突,双方战略合作意愿降低;对于另一方

资源的需求趋低,使得进行合作所具备的能力下降。比如,在大国竞争减退

的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缺乏援助代理人的能力之后停止这种援助关系,

美国也相应停止,随后很多代理人冲突转向和平解决。①

(3)
 

威胁共识度低但资源互补性强,代理人政治自主性趋强,会基于惯

性呈现弱式庇护—代理关系,并可能从不对称的庇护—代理关系走向相对

平等的伙伴关系。威胁共识度低,庇护方与代理方在目标对象主次认定及

采取打击行为上的联合意愿降低,特别是代理人自主性提升降低其对庇护

方的基本性依赖;资源互补性强,庇护方与代理方借助对方为己谋利的合作

空间依旧,会整合互补资源来实现各自战略目标。比如,2011年以后,叙利

亚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庇护—代理关系逐渐弱化,真主党有了更多自主性,为

身处内战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提供军事支持,双方逐渐走向更为平等的伙

伴关系。②
 

(4)
 

威胁共识度高而缺乏资源互补性,庇护—代理关系的稳定性会出现

动摇,呈现出较为弱式的庇护—代理关系,可能演变成联盟等其他战略关系

形态。庇护方与代理方的威胁共识度很高,双方需要通过合作对付目标对

象,庇护—代理关系的基础依旧。但是庇护方与代理方的资源互补性较弱,

代理方难以完成庇护方要求的战略任务,庇护—代理关系可能出现异化,演

变成其他形式的战略关系;或者庇护方不能有效满足代理方的资源需求,使

得代理方寻求其他援助替代来源。比如,美国与南越的庇护—代理关系直

到1964年,之前美国提供武器、装备、顾问等支持南越政府打击北越政府以

制衡苏联势力扩大,1964年后演化成直接介入战争的联盟战略关系。

①

②

Mark
 

O.Yeisley,
 

“Bipolarity,
 

Proxy
 

Wars
 

and
 

the
 

Rise
 

of
 

China,
 

”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5,
 

No.4,
 

2011,
 

p.81.
Andrew

 

Mumford,
 

Proxy
 

Warfa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56.;
 

Marius
 

Deeb,
 

Syria,
 

Iran,
 

and
 

Hezbollah:
 

The
 

Unholy
 

Alliance
 

and
 

Its
 

War
 

on
 

Lebanon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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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案例研究:
 

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庇护—代理关系

庇护—代理关系涉及不对称但相互获益的关系形态,是庇护方与代理

方利益偏好一致的产物。在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的建构与演进受

到庇护方与代理方威胁共识度以及双方资源互补性的双重作用。为检验这

个假设,本文选取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庇护—代理关系作为案例。在中

东地区博弈中,伊朗广泛培植代理人打击美国与以色列等目标对象,黎巴嫩

真主党是典型的代理人,且黎巴嫩真主党是阿拉伯世界影响最大、实力最

强、受关注最多的什叶派伊斯兰政治组织。① 戴维·基尔卡伦(David
 

Kilcullen)指出,真主党与伊朗政府存在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它是一个以非

国家行为体扩展什叶派影响力的案例。② 借助过程追踪的方法,考察伊朗与

真主党庇护—代理关系这个强案例,分析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庇

护—代理关系,可以有效地检验理论假设。同时,通过庇护—代理关系视角

可以深入分析当前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战略冲突。
 

中东地区的国际冲突复杂多变,主要涉及阿以矛盾及美伊对抗等,且这

些冲突之间存在关联性。伊朗与美国及以色列的地区博弈是中东国际冲突

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伊朗利用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代理人打击美以。黎

巴嫩处于阿以冲突的前沿,深刻地受到中东地区局势影响以及外部力量干

预。③ 黎巴嫩民族与宗教结构较为多样化,国内政治的国际化与地区化特征

显著,为外部大国寻找代理人提供了天然的政治环境。黎巴嫩被置于地区

大国冲突的结构之中,大国纷纷在多元性宗教的黎巴嫩寻找满足己方需求

的代理人。④ 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庇护—代理关系从1982年持续至

①

②

③

④

李福泉:《真主党的发展演变与黎巴嫩政治前景》,《西亚非洲》2013年第2期,第

69页。
戴维·基尔卡伦:《意外的游击战:反恐大战中的各类小型战争》,修光敏、王戎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页。

Wadi
 

D.Haddad,
 

Leba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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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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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rs
 

(New
 

York:
 

Prager,
 

1985),
 

p.22.
David

 

S.Sorenson,
 

Global
 

Security
 

Watch--Lebanon:
 

A
 

Reference
 

Handbook
 

(Santa
 

Barbara: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10),
 

p.122.



68   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3期)

今,伊朗支持以真主党为代表的黎巴嫩什叶派,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援助真

主党,后者以相应具体行动作为回报。伊朗与真主党庇护—代理关系的生

成受到双方对于美国及以色列等共同威胁认知以及资源互补性的作用。
 

首先,对于美以威胁认知的趋同推动伊朗与真主党构建庇护—代理关

系。1979年是伊朗与美国、以色列关系的拐点,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亲西方

的巴列维王朝,新上台的政权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对

外政策,伊美及伊以关系从友好退化为敌对状态。① 此后发生的德黑兰美国

大使馆人质事件使得伊美关系陷入冰点,两国断交且美国加大对伊遏制力

度。伊朗则坚持反美反以立场,把美国与以色列分别视为“大撒旦”与“小撒

旦”。美国“海湾支柱”巴列维政权的倒台,使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

受到极大冲击。美国一直威胁推翻伊斯兰政权,不断干涉伊朗内政,施加外

交压力,启动一系列制裁措施,涉及经济禁运、冻结海外资产、限制人员入境

等。美国与巴列维王朝时代的军官保持联系,企图通过军事政变推翻革命

政府;美国还支持以色列以及其他亲美阿拉伯国家,共同遏制伊朗。同样,

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后,伊朗与以色列陷入水火不容的关系,以色列的强大

军事实力以及较为强硬的对伊政策,是伊朗政权安全的威胁因素。此外,伊

朗的威胁认知还涉及自身战略布局与抱负受到美以制约的考虑,霍梅尼输

出伊斯兰革命受到美国及周围国家的抵制。

伊朗与刚刚成立的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认知有着契合之处。黎巴嫩真

主党是以色列入侵及伊朗伊斯兰革命输出的产物。1982年6月,以色列军

事入侵黎巴嫩,伊朗革命卫队派出1000余人组成的分遣队为黎巴嫩什叶派

激进组织提供武器弹药、后勤及军事训练等,支持其抵抗以色列国防军。在

这个过程中,什叶派政治组织“阿迈勒运动”中较为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于

1982年建立黎巴嫩真主党,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与训练,是伊朗

一手扶持起来的政治力量。②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占领激起黎巴嫩人民

①

②

参 见:Yaakov
 

Hendel
 

and
 

Yoaz
 

Karz,
 

Israel
 

Vs
 

Iran:
 

The
 

Shadow
 

War
 

(Dulles:
 

Virginia
 

Potomac
 

Books,
 

2012).
“阿迈勒运动”成立于1975年7月,正式名称为“黎巴嫩抵抗运动”,是黎巴嫩重

要的什叶派政治军事组织。在20世纪80年代,“阿迈勒运动”是黎巴嫩实力最为强大的

什叶派组织,坚持较为温和的政治立场,受到叙利亚的扶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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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南部什叶派的仇恨,真主党把“抵抗以色列”作为自己成立的口号,号

召将以色列从南黎巴嫩赶走。真主党视美国为“世界人民的公敌”“邪恶帝

国”,认为美国霸权主义心态渗透到世界各地,美国支持以色列与整个伊斯

兰世界为敌。对于以色列以及美国的威胁认知与敌人意象构建,是伊朗与

真主党结成庇护—代理关系的重要前提。需要指出的是,真主党还面临国

内以色列代理人以及“阿迈勒运动”的反对,需要维系政治生存。可以说,伊

朗与真主党从各自的生存安全出发,视美国与以色列为主要威胁来源,通过

搭建庇护—代理关系结构来对付这种威胁成为现实政治的逻辑结果。

其次,伊朗与真主党的资源互补性推动这种庇护—代理关系的生成。

一方面,伊朗需要真主党作为打击美以和扩大地缘政治安全及影响力的政

策工具。与美以相比,伊朗常规军事能力相对不足,难以实现打击或震慑对

手的战略效果,真主党可以作为替代与补充形式,实现成本最低化及利益最

大化的目标,增强地区事务发言权,提升地区地位,获得广大伊斯兰国家的

认同。伊朗需要战略纵深与打击以色列的支点,扶持真主党作为代理人,实

现自身直接干预难以达到的利益,推进伊朗的外交政策目标,尤其是输出伊

斯兰革命目标。真主党是伊朗势力的延伸,成为与美以对抗的前沿,同时可

以作为伊朗与美以冲突的缓冲空间,不至于引起直接的军事冲突。这是真

主党能够给予伊朗的战略资源,是其获得伊朗庇护的关键。事实上,伊朗通

过支持遍布世界的非国家伊斯兰行为体作为伊朗权力投射、威慑及报复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同时,黎巴嫩教派林立且矛盾极为复杂,加上地区冲突多发,真主党的

生存需要伊朗援助。② 真主党对伊朗的需求与依赖较大,尤其体现在生存依

赖以及精神依靠。从历史起源来看,真主党由伊朗一手策划成立,受到伊朗

的深刻影响。真主党把伊朗伊斯兰革命视为榜样,奉行伊朗伊斯兰革命领

袖霍梅尼教法统治的理念与原则。真主党领导人侯赛因·穆萨维接受霍梅

①

②

Frederic
 

M.Wehrey
 

et
 

al.,
 

Dangerous
 

But
 

Not
 

Omnipotent:
 

Exploring
 

the
 

Reach
 

and
 

Limitation
 

of
 

Iranian
 

Power
 

in
 

the
 

Middle
 

East
 

(Santa
 

Monica,
 

CA:Rand
 

Corporation,
 

2009),
 

p.81.
参见:Marius

 

Deeb,
 

Syria,
 

Iran,
 

and
 

Hezbollah:
 

The
 

Un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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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War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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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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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的领导及其理论体系,视伊朗为真主党力量与精神的源泉。在真主党成

立前后,伊朗向其提供组织、意识形态、军事、财政等方面的援助。更有甚

者,革命卫队在贝卡谷地以及南黎巴嫩地区训练什叶派战士,宣扬伊斯兰思

想,政治庇护真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与骨干。没有伊朗提供的支持,真主党这

个宗教与军事组织难以建立。①

正是威胁共识度与资源互补性的合力,推动伊朗与真主党建立庇护—

代理关系,这种庇护—代理关系尤其孕育于真主党成立的过程中。伊朗通

过提供武装援助、后勤资助、培训、政治支持等方式换取真主党的追随,借助

代理人间接打击美国与以色列,而无须自身出手,以免伊朗与美以直接军事

摊牌,同时可以把真主党作为谈判筹码震慑对手。真主党在获取伊朗政治、

经济、军事援助及意识形态指导以后,满足自身生存发展,同时维护与推进

伊朗的利益事业。伊朗与真主党庇护—代理关系的演进受到威胁共识度以

及资源互补性强弱变迁的作用,庇护—代理关系呈现阶段性特征。
 

1982—1989年是伊朗与真主党的强式庇护—代理关系阶段。在这个阶

段,伊朗与真主党的庇护—代理关系非常稳固,庇护方与代理方的角色鲜

明。真主党成为伊朗的重要地区抓手,伊朗的权力意志得到有力贯彻,伊朗

在政治目标统一及组织结构指导等方面有着全面控制。伊朗的庇护获得真

主党的服从,伊朗的意志转化成政策实践,真主党可控且行动符合伊朗的战

略利益。关于真主党与伊朗的关系,真主党认为伊朗是指引者与领导者,黎

巴嫩应当接受霍梅尼的指导,真主党的组织机构执委会直属伊朗最高国防

委员会领导。正如约瑟夫·阿拉加(Joseph
 

Alagha)所言,在20世纪80年

代,真主党的军事与社会政策受到伊朗的直接指导。② 真主党重要领导人奥

比伊德直言:“我们已宣布自己的决定,即无论如何不能离开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一旦伊朗说不,我们会跟着说不。只要是伊斯兰共和国在政治事务方

①

②

Rafael
 

D.Fran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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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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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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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决定,我们就会直接支持。”①真主党首席发言人易卜拉欣·阿明指出:

“我们不是说自己是伊朗的一部分,只是黎巴嫩和伊朗的关系,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关系。”②此间,真主党不断绑架袭击美国与以色列人员。1983年

4月,真主党袭击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并把这次行动视为伊朗在全世界反

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组成部分。同年10月,真主党发动针对美国海军人员的

自杀式爆炸,造成241名军人死亡。③ 在这个阶段,伊朗与真主党庇护—代

理关系高位运行是双方强烈威胁共识度与深刻互补性的产物。

一方面,伊朗与真主党威胁认知共识度较高,双方均面临着紧迫的安全

与生存危机。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对伊朗持有极为强硬的外交政

策,不断加大制裁封锁伊朗力度,同时暗地支持伊拉克对于伊朗的军事进

攻。同时,霍梅尼的国际政治观认定美国与以色列是伊斯兰的共同敌人,加

之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抱负,资助真主党是这个逻辑的自然结果。黎巴嫩什

叶派长期受到以色列的军事打击,伊朗敌视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美国的政策

符合黎巴嫩什叶派的利益。真主党的三大目标是:根除西方帝国主义在黎

巴嫩的影响,建立伊斯兰政府,彻底消灭以色列。④ 真主党在1985年1月发

布的第一个公开政治文件《公开信》中宣称主要敌人是被视为“大撒旦”与

“小撒旦”的美国与以色列,必须要消灭以色列,真主党会不停地行动直到以

色列消失;美国是万恶之源,正是美国及其盟友将灾难带给黎巴嫩。此外,

真主党在国内还要面临什叶派“阿迈勒运动”、基督教民兵武装等威胁,真主

党与“阿迈勒运动”在1987—1988年发生严重流血冲突事件,而后者与伊朗

的政见有着重大差异,真主党领导人与骨干受到伊朗的政治庇护。

另一方面,伊朗与真主党庇护—代理关系的稳固还在于强烈的资源互

补性,且这种资源互补性很大程度上具有不可替代性。伊朗在这个时期与

伊拉克进行战争,还面临美国与以色列的敌视与威胁,需要借助真主党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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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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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世界打入楔子,通过武装真主党,开辟抗击美以的新战场,缓解伊朗面

临的安全压力。伊朗的宗教领袖们认为黎巴嫩是中东地区宣传什叶派激进

思想、开展反西方反以色列活动的主要阵地。① 通过代理人投射权力,在打

击以色列及震慑美国方面,真主党具有某种程度的不可替代性。伊朗运用

代理人的成本较为低廉,可以降低风险,但获得力量倍增器的效应。② 刚成

立的真主党需要伊朗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扶植,才能在黎巴嫩国内立足,从

事社会福利事业赢得民心,更好地推进反以反美事业,提升在黎巴嫩以及伊

斯兰世界的影响力。真主党几乎全面依赖于伊朗的军事培训、武器装备、后

勤保障、经济财政资助。1982—1988年,伊朗为真主党提供了超过5亿美元

的援助,平均每年8000余万美元,主要用以采购武器装备。③ 伊朗对黎真主

党提供安全保护,在伊朗境内以及黎巴嫩贝卡谷地设立庇护所,使真主党政

治军事机构能够安全运行及作战。1984年,伊朗革命卫队在贝卡谷地建立

了六个军事训练中心,训练真主党。④ 对于伊朗的援助,真主党高度赞扬“其

破坏了美国、以色列及马龙派的图谋”。⑤

1990年以来,伊朗与真主党维系着弱式庇护—代理关系,虽然相对前一

阶段有所弱化,但是没有完全瓦解。伊朗与真主党庇护—代理关系的基础

还在,只是在具体运行上有所差异,逐渐黎巴嫩化的真主党在独立性增强的

同时,在诸多方面配合伊朗的地区战略需求。比如,1991年10月到1992年

2月,真主党向以色列驻军及南黎巴嫩军队多次发动军事攻击,配合伊朗反

对马德里和会的外交主张。伊朗在政治外交上坚持庇护真主党,仍然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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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提供武器与财政援助。1996年4月,真主党与以色列发生持续16天的

武装冲突时,伊朗积极奔走,维护“真主党继续武装抵抗以色列占领的权

利”。2004年,真主党发布文件《关于身份与目标的发言》,指出伊朗依然是

真主党最坚定的支持者。

不过,伊朗与真主党的庇护—代理关系有所削弱,这种弱式体现在真主

党已经并非伊朗命令简单的服从者及执行者,自主性明显增强。真主党总

书记纳斯鲁拉宣称,真主党从伊朗和叙利亚方面获得巨大的政治和物质支

持,但真主党绝不屈服于任何压力。① 2003年以后,伊朗要求真主党开放跨

越黎以的北方前线以缓解巴勒斯坦的压力,但是真主党认为这有损其国家

利益,坚决地拒绝了这一建议。② 2006年真主党与以色列的战争并非伊朗

所愿,真主党行动是基于自身战略利益考量。就连以色列也认为真主党并

非完全按照伊朗或叙利亚的命令行事。③ 伊朗与真主党的庇护—代理关系

从强式走向弱式是受到威胁共识度与资源互补性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

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即在20世纪90年代双方的威胁共识度与资源互

补性均相对下降,21世纪以来威胁共识度逐渐回升,资源互补性较为稳定。

在威胁共识度方面,伊朗与真主党在这个阶段有着不断回升的过程。

20世纪90年代,美国与以色列没有放弃敌视伊朗及真主党的政策,没有放

弃颠覆伊斯兰政权及解除真主党武装的目标,美国克林顿政府延续对伊朗

的制裁,把伊朗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头号国家。但是美国遏制伊朗的政策

主要是经济与贸易制裁及外交孤立方面,甚至在1997年伊朗哈塔米总统上

台后放松了经济制裁,伊朗与以色列维持着冷和平状态。2001年“9·11”事

件发生,加之伊核问题的发展,布什政府以“邪恶轴心”论与“先发制人”论制

定对伊新政策,不断在伊朗周边部署兵力,宣布要对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实

施军事打击,威胁到伊朗的国家安全。同时,以色列显示对伊朗动武的迹

象,有先发制人空袭伊朗核设施的图谋及政策可能。真主党面临的国际环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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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更加不利与复杂,成为美国列为制裁的22个恐怖主义组织之一,组织资金

被美国冻结。美国国务院在2003年把真主党的极端主义暴力行为称为“全

球恐怖主义的鼻祖”,且以反恐为名,不断迫使真主党解除武装以至于消灭

真主党。这使得伊朗与真主党面临的外部共同压力增加,推动双方的非正

式安全合作步伐。2004年,真主党指出坚持把抵抗以色列作为最为艰巨且

长期的使命,坚定发展与伊朗这个最主要支持者的关系。

在资源互补性方面,伊朗与真主党在20世纪90年代较低,21世纪以来

走向强化,但是真主党的独立自主倾向亦增强。20世纪90年代,伊朗与真

主党资源互补性出现相应变迁,尤其是真主党对于伊朗的依赖度下降。两

伊战争结束后,伊朗国内经济重建需要大量资金,降低了对真主党的财政援

助力度。在这种情况下,真主党设法通过多种渠道募集资金。特别是20世

纪90年代以后,黎巴嫩真主党有了新的财政资金来源,包括海外黎巴嫩什叶

派移民的捐款、非政府组织的献金以及商业与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真主

党从什叶派中产阶级以及在美国及非洲的黎巴嫩移民中募集资金,并资助

他们的社会、政治和军事活动。① 特别是1990年以后,叙利亚成为真主党另

一个庇护方,并成为真主党活动资金及武器的重要供应者与赞助国,真主党

有了重要的替代性外援。叙利亚为真主党提供政治庇护,真主党配合叙利

亚反以战略诉求。同时,真主党通过不断经营,实力逐渐增强,在国内外赢

得广泛支持,特别是2006年真主党对以战争的胜利增强了其威望与实力。

不过伊朗还是真主党最可靠、最主要的支持者,真主党每年从伊朗获取

一定数量的武器装备。报告显示,伊朗每年向真主党提供的财政与物质援

助以及军事装备价值2500万~5000万美元。② 对于真主党而言,它依赖于

伊朗这个庇护方的训练、财政及武器,等等。③ 同时,伊朗通过扶植真主党为

代理人,使其在与以色列及美国等国的冲突中产生杠杆作用,威慑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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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与美国在核问题等谈判上的讨价还价能力,同时可以避免与美以的直

接摊牌甚至开战。埃胡德·艾拉姆(Ehud
 

Eilam)指出,真主党是伊朗在黎

巴嫩的火力基地,可向以色列发动数以千枚的火箭弹,尤其是在以色列袭击

伊朗的情况下。① 伊朗需要真主党的力量震慑美国与以色列采取直接军事

行动的意图,转移后两者的战略注意力。斯蒂文·沃德(Steven
 

R.Ward)指

出,伊朗防御性军事战略教条重在依靠非常规力量,在尽量推进其利益的同

时避免冲突,其中包括扶持黎巴嫩真主党。②

事实上,威胁共识度的不断增强,促进了伊朗与真主党双方战略利益的

紧密结合。但是,真主党逐渐黎巴嫩化且立足国内民意支持,从激进民兵组

织向温和政党转型,自身国内合法性及实力上升,对伊朗的自主性在逐渐强

化,从而推动伊朗与真主党庇护—代理关系的弱化趋势。有学者指出,真主

党并非叙利亚或伊朗的傀儡。③ 真主党有意降低或者冷处理自身的伊朗印

记,不愿意再以伊朗代理人的身份出现,要与伊朗取得同等地位。2009年11
月,真主党发布第二份《政治纲领》,接受黎巴嫩现有政体,坦诚与伊朗的密

切关系,明确自身的独立性,表示要发展与伊朗的地区同盟关系。真主党有

了更多政策制订的独立性,不仅在政治事务,而且在军事领域,不再完全服

从伊朗。2011年 以 后,真 主 党 总 书 记 哈 桑·纳 斯 鲁 拉(Sheik
 

Hassan
 

Nasrallah)指出,真主党出兵帮助叙利亚军队抗击反政府武装是出于个人决

定,而非听从于伊朗的命令。④ 事实上,真主党和伊朗一起介入2011年以后

的叙利亚内战。据估计,仅在叙利亚内战开始不久后,就有4000~5000名黎

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员在叙利亚战场与反对派作战。⑤ 从叙利亚战场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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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伊朗与真主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脱离庇护—代理关系结构,成为采取

联合军事行动的战略伙伴或准联盟关系。

总之,通过考察伊朗与真主党庇护—代理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双

方的威胁共识度与资源互补性作用于庇护—代理关系的变迁。伊朗与真主

党对于共同对手以色列及美国的威胁共识长期保持高位,这是庇护—代理

关系存在的基础,但威胁共识度的实时升降会给这种庇护—代理关系发展

带来影响。伊朗与真主党资源互补性的差异性变迁,推动伊朗与真主党庇

护—代理关系阶段性演进。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宗教派系在伊朗构建代理

人关系网络时非常重要,但是绝非唯一,伊朗可以与什叶派的真主党、也门

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建立庇护—代理关系,同时也可以与逊尼

派的巴勒斯坦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建立这种类似

关系,对于以色列、美国的共同敌视压倒其他。一旦伊朗视真主党为负担而

非资产时,庇护—代理关系就会走向虚弱。从伊朗与真主党数十年的关系

来看,从“黎巴嫩是伊朗呼吸的肺”到“真主党是伊朗在黎巴嫩的延伸”,再到

真主党强调发展与伊朗的“地区同盟”及“可靠伙伴”关系,二者关系依然紧

密,但是未来双方不对称性庇护—代理关系能否进一步走向平等的准联盟

等关系形态,还是将走向瓦解,值得持续观察。

六、
 

结论

本文从探究庇护—代理关系的概念出发,建立理解国际冲突中庇护—

代理关系生成及演进机制的基本假设与变量关系,且以相应的案例验证理

论假设。在国际冲突中,庇护—代理关系是一种不平等但是互惠的二元关

系与利益互换机制,庇护方给予代理方资源与奖励,包括政治外交支持、财

政资助、军事培训、后勤及武器输送等,获取的回报涉及代理方以直接行动

打击庇护方的对手等。庇护—代理关系介于柔性与强制之间,战争与和平

之间,是一种迂回的战略关系形态。庇护方不直接正面与对手发生冲突,而

是借助代理方同对手展开较量。作为互惠性与工具性的庇护—代理关系,

庇护方与代理方进入这种关系的动力,或者说庇护—代理关系的生成,是双

方利益契合的产物,具体来看是双方威胁共识度与资源互补性共同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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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庇护—代理关系的演进,同样受到庇护方与代理方威胁共识度大小

以及资源互补性强弱的影响。通过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庇护—代理关系的

建立以及阶段性演进的案例,可以看出以上理论假设的解释力。

当今世界正进入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新时期,当前中国正处于民族伟大

复兴的新时代,研究国际冲突中的庇护—代理关系,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国际

政治的实质及其规律性演进,为国际关系学者打开一扇理解国际冲突的窗

户。当前及未来大国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存在,但是依然比较遥远。国家敌

对与对抗通过代理人进行,借助代理人追求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这是大国

直接冲突的替代机制,提供实现战略目标但是不用冒险发动战争甚至爆发

核战争风险的选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更多地利用代理人介入国际

冲突,依靠当地代理人维护美国的局部及全球利益。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

趋势发展与大国竞争加剧,支持代理人可以让强国更加冒险,实现消耗对手

资源但不会直接对抗的目标。① 作为崛起国的中国,需要持续关注这种国际

关系现象,并深入思考如何妥善应对,更好地处理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

① Tyrone
 

L.Groh,
 

Proxy
 

War:
 

The
 

Least
 

Bad
 

Opt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211.


